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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携权作为一种数据权利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被明确提出，但对该权利的具体行使规则缺乏明确规

定导致了个人行使可携权时会与企业数据权益、第三人信息权益等发生利益冲突。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

应当基于场景理论视角下去平衡。对于个人信息可携权与企业数据权益的冲突应当根据个人信息处理场

景分为数据收集、利用、共享三个场景来分别进行利益平衡。对于个人信息可携权与第三人的信息权益

的冲突应当对个人信息分类分级，对敏感信息、私密信息、一般个人信息、涉及知识产权、未成年人等
不同信息进行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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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ind of data right, the right of portability is explicitly mentioned in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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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Law, but the lack of clear rules on the exercise of this right has led to a conflict of inter-
est between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portability by an individual and the data rights and inter-
ests of enterprises and the inform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ird parties. The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interests should be balanced based on the scenario theory perspective. The conflict be-
tween personal information portability right and enterprise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cenarios of data collection, utilization and sharing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cenarios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respectively. For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ight to portabilit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ird 
parties, person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categorized and graded, and the interests of sensitive in-
formation, private information, general personal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inors and other information should be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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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个人

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逐渐完善，一些新兴的数据权利受到法律的关注，如删除权、决定权、知情权、个

人信息可携权等，但这些权利由于法律的不完善规定得较为笼统。其中个人信息可携权较为典型，在《个

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第四十五条第三款中规定了个人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该法律条文并未明确规定个人信

息可携权的范围和行使方式。缺乏系统完善的法律规定，必然导致行使个人信息可携权所带来的利益冲

突。个人信息其作为一种数据蕴含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考量。一方面，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

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是个人生活方式和状态的数据化表示，

可以通过数据画像勾勒出其人格形象，碎片化的个人信息加以整合可以形成个人的“人格剖面图”[1]。
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指出的：“人格标识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是主体受到他人尊重的基本条件”，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对其人格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另一方面，数据是流动的石油，个人信息作为一种新

兴生产资料，其背后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企业通过收集、处理、共享个人信息，分析个人偏好，可

以更具针对性地对目标群体投放目标产品，大幅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在网

络交互发展去中心化传播的今天个人信息难以避免地会涉及第三人的个人信息和企业数据，个人在对其

个人信息主张可携权时，涉及多方利益主体，这就不得不对个人与第三人、企业的利益平衡问题进行考

量。对三方的利益考量应当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中去考量，“梁某诉汇法网案”与“启信宝”两案案情

相似，但法院的裁判结果却大相径庭，两案的裁判法院在进行裁决时结合具体的场景主要考虑的因素各

不相同。事实上，在实践中确立单一的价值位阶和考量因素是不合理的，价值位阶和具体考量因素与具

体场景是一种动态互动的关系，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价值次序和考量因素，因此个人信息可携权的利

益平衡问题应当以场景理论视角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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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信息可携权的利益平衡难题 

2.1. 个人信息保护的利益平衡理论与制度 

2.1.1. 个人信息保护的利益平衡理论 
个人信息保护的利益平衡理论旨在解决在保护个人信息过程中如何平衡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的

问题。个人信息权益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逻辑起点，其蕴含了对人格尊严和自由价值的尊重，而公共利

益同样也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考量因素，体现的是个人信息利用的公共价值和商业价值。在保护个人

信息时难以避免地会面临着各方利益冲突的复杂图景，从个人角度出发，个人希望对于其信息权益提供

全方位的保护；从企业角度出发，希望最大化的利用个人数据以获取更多价值；而从国家角度出发则面

临着两种价值取向：一是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与天然职责，二是为了公共利益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的

客观需求[2]。质言之，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强调公共利益就会限缩个人信息权益，而关注个人信息权

益则会与公众知情权发生矛盾。 
在特定的场合下，哪种利益优先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态度。欧美对于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平

衡问题采取了充分利益原则，认为个人信息权益不是绝对的，政府可以有条件地对个人信息进行支配处

理。欧盟 1995 年发布《关于个人资料处理及自由流通个人保护指令》第 13 条规定了限制个人资料权的

事由：① 国家安全；② 防御需要；③ 公共安全；④ 对刑事犯罪或违反所规定的职业道德防范、调查、

侦查和诉讼；⑤ 成员国或欧盟重要的经济主体或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保护[3]。美国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

对其政府权力的限制极为严格，极为重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是在非政府机构领域处理个人资料，态

度就极为缓和，倾向于鼓励信息的流动，公民对其个人信息只有有限的隐私期待，只有在政府有证据证

明某类信息流动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的威胁时，才能进行干预。 

2.1.2. 个人信息保护的利益平衡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告知个人并取得个人的同意。

在“告知—同意”机制下，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权在有限的范围内是可控的。但“告知—同意”规

则也存在豁免情况，《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中规定了“告知—同意”的例外，1在涉及公共利益时

无需个人的同意也可以直接收集处理个人信息。但即使在无须征得个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处理个人信

息的行为仍应当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条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

信原则，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该条文在我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均有所体现。 
所谓合法，是指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信息权益应当有法律的明确授权。质言之，即使出于公

共利益的目的限制个人信息权益应当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得违反禁止性条款[4]。这本质上是扩张公权

力从而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限缩，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须由立法机关明文规定。 
所谓正当，即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应当是明确合理的，即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应当与公共利益

具有相关性，不得在法律规定的目的之外去收集利用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且必须在收集个人信

息前公共利益的目的已经确定。 
所谓必要，是指为实现公共利益对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最小的限制或损害，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尽

 

 

1《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规定：(一) 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

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二) 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三) 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

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四) 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

个人信息；(五) 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六)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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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少的干预。必要原则的精髓在于合理关联和最小损害[5]即一方面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在无需

公民个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利用个人信息，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以采取损害最

小的处理方式，如“去标识化”“匿名化”等。 

2.2. 个人信息可携权与企业数据权益的利益平衡 

个人信息可携权是指个人可以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企业数据泛指所有

与企业经营相关的信息、资料，包括公司概况、产品信息、经营数据、研究成果等，企业数据中不乏涉

及个人信息。对于用户在平台上注册、登录、浏览评论的踪迹，企业通过数据技术抓取、收集、利用、

共享的个人信息的数据权属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若将用户在平台上生成的数据由用户排他占有，

那么企业和其他用户的数据权益将不复存在，其商业活动也难以进行[6]。若将该数据确权给企业，那么

用户的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如果将该数据权益归属为用户和企业共有，那么双方

均可对该数据主张权利，用户在行使可携权时，面临着需要平台同意的壁垒，增加了数据的流通成本。

而如果将用户在平台上产生的数据确立为公共物品，那么将会给个人数据权利和企业数据权益都带来不

利的影响[7]。缺乏明确的权属，将导致个人信息可携权的行使与企业的数据权益之间的利益冲突。具体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与数据控制者之间的冲突；二是数据控制者和数据接收者之间的冲突。 
对企业而言，企业数据中不可避免地交叉着个人信息，行使个人信息可携权即意味着将一个平台的

个人数据转移到另一个新的平台。数据作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分析处

理数据，精准匹配用户需求，投放目标产品，实现经营者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个人信息同样对于营造

健康的商业环境有重要作用，在信用经济的大背景下，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关系到整个社会的

经济运行，而信用评估离不开大规模的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利用。同时，个人信息也催生了一些新的企

业业务，如信息查询平台、电话黄页服务等。用户行使个人信息可携权的行为无疑会给企业带来经济负担，

因为企业作为数据控制者提供的给用户携带的数据应当是“结构化的、普遍使用的和机器可读的”[8]。
同时，数据控制者和数据接收者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数据接收者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加工利益会

损害数据控制者的利益，使其在行业内的竞争力下降。对于大规模的个人信息可携权行使，可能会导致

一些大型平台丧失其支配地位。 
对于用户个人而言，可携权的行使可以便捷用户在不同平台间的切换，实现其对个人信息的有效控

制，破除企业平台的“锁定效应”。在互联网赢者通吃的大环境下，一些大型平台会凭借其优势地位通

过技术权力限制用户携带信息。如果用户个人的可携权的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仅限于个人主动提供的

姓名、地区、联系方式等，而个人的偏好数据、评论数据、共享的照片等被认定为商业数据无法携带，

将无法体现用户对其个人信息的支配以及对用户个人信息的隐私尊重，而且会大大降低用户个人转移的

意愿，加剧锁定效应，不利于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对于数据接收者而言，用户可携权不能完整地行使，

将无法获取具有市场价值的观测数据和衍生数据，不能满足数据接收者的市场需求，无法实现可携权制

度的初衷和个人信息的价值最大化。 
作为数据控制者的企业，通过技术手段收集、储存、处理、共享、利用的数据，在该过程中，数据

控制者已经对这些实施了劳动，基于劳动赋权论，数据控制者对这些数据可能享有知识产权、商业秘密、

竞争性权益等权益，个人信息可携权与企业数据权益的利益冲突的实质就是二者谁在价值位阶上更高的

问题。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 20 条第 4 款中强调“行使可携权不得影响他人的权利和自

由”，但同时 GDPR 序言第 63 条中又认为“即使存在权益的冲突也不影响可携权的行使”[9]。在欧盟

的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后者，认为可携权具有优位性。以 Schrems 诉 Facebook 一案中，Schrems 请求

Facebook 提供其个人数据，但 Facebook 以涉及其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为由仅提供了一部分数据，在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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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支持了 Schrems 的诉求。2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表现出的是知识产权、竞争性权益优

位于可携权的倾向。以“微信群控案”为例，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游侠公司

以被告使用外挂技术软件擅自获取、使用涉案数据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被

告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3 

2.3. 个人信息可携权与他人个人信息权益的利益平衡 

个人信息可携权所涉及的信息不仅包括用户的个人信息，还包括因个人行为产生的关涉他人的聊天

记录、评论互动、交易记录、通讯录等[10]，此种涉他信息涉及第三人的知识产权、个人信息权益(知情

权、控制权)、隐私权等，如用户请求携带个人发布的视频，其视频包含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音乐作品。

个人信息可携权不仅体现的是对其个人信息的支配与控制，更多体现的是对其信息跨平台转移的积极利

用的财产价值，而涉他信息对于第三人来讲是第三人对其信息的自决权，人格利益相较于财产利益具有

优先权。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可携权的行使不应当阻碍删

除权的实现，而删除权则是第三人知情同意规则的延伸。因此在个人行使可携权涉及第三人信息时，需

要考虑是否应当征得第三人的同意。 
个人在行使可携权时涉及他人信息时是否需要征得第三人的同意，如果均征得第三人的同意，那么

个人信息可携权和他人个人信息权益已经通过协商，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干扰。但如果未征得第三人同

意，那么个人信息可携权和他人个人信息权益则会产生冲突：个人在行使可携权时期待其个人信息含涉

他信息能够直接携带，以保障其个人财产跨平台便捷转移，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而涉他信息中的第三

人对于其信息享有自决权，对他人涉他信息的携带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具有合理期待[11]。未经第三人同意

携带涉他信息可能侵犯他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如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诉杭州聚客通科

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法院认定被告聚客通公司提供的用户数据迁移技术并未侵犯腾讯公

司的数据权益，但由于迁移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包含第三方的个人信息而被认定为侵犯第三方个人信息权

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但是，若个人信息可携权的行使均需要经过第三人的同意，会大大限缩能够直接携带的信息范围，

聊天记录、互动评论等不能直接携带，可携带的信息范围仅限于个人姓名、电话号码等，会大大降低个

人转换平台的意愿，降低用户转换至新平台后获得优质服务的可能，甚至致使个人无法顺利转换平台。

对于信息接收者来说，用户携带的信息局限于一些能够轻松获取的信息，那么这些不包含涉他信息的个

人信息对于信息接收者特别是一些新兴平台尤为不利，不能促进信息的流通与利用，违反了可携权的初衷。 
个人信息可携权和他人信息权益的价值冲突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第三人利益优位的问题，但用户行使

个人信息可携权还包含着公共利益的价值，行使可携权，可以破除平台的“锁定效应”，促进新兴平台

的发展，防止平台垄断，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涉他信息携带利益冲突的实质应当是个人行使可携权承

载的公共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和在特定场景下个人对其信息自决权优位的问题。 

3. 基于场景的个人信息可携权利益平衡路径 

3.1. 个人信息保护的场景理论与制度 

3.1.1. 个人信息保护的场景理论 
场景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科伯和资深技术专栏作家谢尔·以色列提出。海伦·尼森鲍姆

教授也在其提出隐私的“语境完整性理论”指出，要在具体场景中实现个人信息和数据的合理流通，以

 

 

2https://mp.weixin.qq.com/s/6W5awyYQyZGGbpgNno838A，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10 月 8 日。 
3参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 8601 民初 19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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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场景公正”[12]。该理论是场景理论在个人信息领域的应用与延伸，批判了传统非此即彼二元论的

保护模式，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具体场景中具体分析，使个人信息保持适当的流动，确保信息流的

语境完整性。质言之，应当在特定的语境环境下分享信息，而不能脱离该语境环境，使特定的信息交互

与特定的场景相匹配。 
场景理论实际上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通过的《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视野下保护个人信息的一种

手段，其核心是要将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放置在特定的场景中去综合分析，尼森鲍姆教授提出信息传输

规则的五种具体参数：信息主体、信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信息类型以及信息流转原则，首先，信息

主体、信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可以统称为信息参与者。信息参与者在不同的场景中具有不同的身份和

角色，受到不同的行为准则约束，是在认定信息权益是否受侵害时的关键变量之一。例如当银行要求个

人提供医疗信息这一行为是不适当的，但是当保险机构要求保险人提供医疗信息进行理赔时就符合用户

的合理预期。其次，信息类型是对信息的性质进行的分类，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邮件信息、金融信息、医

疗信息等，与传统非公即私的二元论信息分类不同，认定信息类型应当在具体的场景中去综合认定。以

一般信息和私密信息为例，这种信息的分类并非一成不变的，在具体场景中的认定会发生转变。最后，

信息的流转原则是指信息流转过程中所应当遵守的限制、约束条件。例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告知个人

并获得其同意规则、禁止信息流向公共领域规则等。如果不遵循信息的流转原则会被认定为违反了信息

规范。以上三大要素是否被遵守决定了隐私信息是否被侵害。 

3.1.2. 个人信息保护的场景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场景制度在我国立法和司法裁判中都有所体现。在立法中，2023 年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试行)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在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试行) (征求意见稿)》中延续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思路，对不

同的应用场景、环节设定了差异化的法律义务和监管要求，对重点场景做出了针对性的设计。对于旅馆

客房、公共浴室、更衣室、卫生间及其他可能侵害他人隐私的场景、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

份识别设备的场景，组织机构为实施内部管理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的场景，在公共场所、

经营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远距离、无感式辨识特定自然人的场景等进行了区分，4也为具体操作提供了

详细、明确的规则。区分场景治理是该《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特色，也代表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倾向。

《征求意见稿》中体现出对个人信息安全与发展并重，根据不同场景设定不同义务，反映了场景化的监

管思路。与此同时，《征求意见稿》第四条依旧拟规定了必要性原则，5对个人信息的利用应当保持“最

少使用”的原则，只有在特定的目的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他人的个人信息，在有其

他对个人信息的最少使用的方案下优先其他技术方案。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运用场景理论裁判的案件比比皆是。以梁某诉汇法网一案为例，6被告经营

的汇法网通过技术手段抓取了涉原告梁某信息的判决书并转载于其网站上，原告在要求被告删除无果后，

以被告侵犯其个人信息权益为由提起了诉讼。在一审和二审中法院均认为被告的收集手段和利用方式合

法正当，构成对裁判文书的合理利用，并未侵犯原告梁某的个人信息权益。与此案情相似的“启信宝”

一案 7 确有着截然相反的结论，原告伊某因贝尔塔公司未征得个人同意通知删除未果后，认为贝尔塔公

司非法公开使用其个人信息。在该案中法院支持了伊某的诉求。两案之所以判决结果不同，是因为在不

同场景下，司法机关考量的因素不同，前案中司法机关关注的是公众的监督权，只要裁判文书真实可靠，

 

 

4参见《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试行) (征求意见稿)》第六条至二十一条。 
5参见《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试行)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 
6参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4 民终 71 号民事二审判决书。 
7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05 民终 4745 号民事二审判决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092


张维 
 

 

DOI: 10.12677/ojls.2024.121092 653 法学 
 

没有添加侮辱诽谤性的内容，就不构成对原告个人信息权益的侵犯。而后案中司法机关则更关注的是个

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权和知情同意权。前者考量的因素是：来源是否可靠有效，转载发布信息是否真

实、无变动，是否引人误解，是否添加了侮辱性、诽谤性内容等因素；而后者考量的因素是个人对文书

信息公开的容忍义务、裁判文书转载再利用的合法性，以及其函射的公共利益等因素[13]。两案结果差异

的实质在于不同场景下个人对其公开的个人信息再传播的控制权和裁判文书公开的利益之间何者优位的

问题。 
虽然在立法中没有明确引入“场景完整性理论”，但司法实践中对该理论的运用层出不穷，如“郭

兵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案”(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8，“余某某诉查博士案”9“微信读书案”10 等多案的

司法裁判都贯穿着“场景完整性理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了方向和倾向。 

3.2. 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场景下的利益平衡 

前文论述了个人信息可携权与企业数据权益利益冲突的实质是价值优位问题。以场景理论的视角来

看，二者的利益冲突应当保持动态平衡，而不是刻板的固守某一权益的永久优位规则。在讨论可携权中

的个人信息范围应当明确，对于属于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享有竞争性权益的信息应当被分离出去，从

我国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我国重视对知识产权、竞争性权益的保护，从实现可携权目的和难以判断个人

信息权益和竞争性权益优位问题的角度看，将其从企业数据中分离出来或者采取技术保护措施不失为一

个好方法。此外，还应当明确，已经经过匿名化或者去标识化无法复原的数据不在可携权的携带范围。

企业数据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根据处理者对个人信息的投入大小分为四类：① 提供数据；② 
观测数据；③ 衍生数据；④ 推断数据，这四类数据都可以表现为非匿名数据。企业处理数据可以分为

数据收集、数据利用、数据共享三种不同的场景，以下将按照四种数据分场景讨论。 

3.2.1. 数据收集场景 
数据收集是指企业通过媒介收集记录相关对象的行为方式并进行整理汇集的活动。在数据收集场景

主要涉及提供数据和观测数据两类数据。 
所谓提供数据，是指用户个人直接提供的数据，如注册时填写的姓名、联系方式、发布的信息等。

对于这类数据，作为数据控制者的企业并未进行处理，只是对该数据进行简单地收集、储存，属于一般

性的基础的投入。企业对该数据仅仅享有一般性权益，作为为用户提供储存信息的渠道的对价[14]。在该

场景下，个人行使可携权优位于企业数据权益，无需经过企业同意即可携带此类个人信息， 
所谓观测数据，是指信息处理者观测用户行为所记录的数据。对于这类数据企业也仅仅是提供了观

测和记录的工具，对信息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劳动。并且在一定场景中，观测数据是数据接收者的必要

基础设施，而其又无法以合理的价格或条件获得[15]。观测数据可携权的行使，不但能使用户个人便捷的

转换平台，更有利于作为信息接收者的转换平台发展，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破除“锁定效应”，促进

良性竞争，实现可携权的目的。在该场景下，用户携带观测数据所函射的公益和私益自然是优位于企业

的私益的，故对于此类数据的携带权的行使应当由用户告知平台即可。 

3.2.2. 数据利用场景 
数据利用是指对其收集的数据信息加以利用，以实现其财产利益的行为方式。在数据利用场景中主

要涉及衍生数据和推断数据。 
所谓衍生数据，是指企业对原始数据进行算法加工、计算、聚合而形成的数据，如消费习惯、信用

 

 

8参见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江 0111 民初 6971 号民事一审判决书。 
9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粤 0192 民初 928 号民事一审判决书。 
10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 0491 民初 16142 号民事一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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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数据等，此类数据通常表现为系统、可读取、有使用价值的数据。对于这类数据，个人信息携带权

和企业数据权益何者优位，由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可携权的规定过于笼统，我们需要结合域外

经验来讨论，GDPR 关于可携权条款的规定将范围界定为由用户提供的个人信息，即前文所说的提供数

据。而 GDPR 第 68 条中又指出可携权适用于数据主体的同意或者是为履行合同所必需的情形，说明只要

用户同意，无论信息是否是由用户个人提供的，都可以适用可携权。从可携权的立法目的来看，广义的

界定范围更有助于加强个人对其信息的控制，促进信息的流通与利用，对整个社会也是利好。因此，采

取广义的界定范围下，衍生数据隶属于可携权的行使范围。并且，衍生数据是基于用户个人信息进行处

理的，具有近似信息处理能力的信息处理者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简单的计算都能获得相同的结果，因此对

于衍生数据用户的个人贡献仍是大于企业的。在该场景下，企业的数据权益仍不能阻却个人信息携带权

的行使。 
所谓推断数据，是指基于对已有数据的分析而形成的可以预测行为的数据，例如信用评分、消费能

力评估等。对于该类数据虽然仍然是以信息主体的基础数据作为载体，但是企业处理过程和方法具有独

创性，且投入了更多劳动，即使是具备相同能力的信息处理者也会因为经营方向、服务内容、算法设计

等的不同，推断出来的结果也会因人而异。对于推断数据企业的贡献是远大于用户个人的，企业对该数

据是享有竞争性权益的，属于其知识产权。如果将这部分数据纳入可携权的携带范围，将会使得企业生

产推断数据的成本大于收益，降低企业生产推断数据的意愿，阻碍企业的创新与发展。从公共利益的角

度来看，对于推断数据应当将严格限制可携权的适用。 
综上，根据企业数据的不同分类，对于提供数据、观测数据、衍生数据只需要基于用户的个人请求，

无需数据控制者同意就可以携带其个人信息，此过程中包含了双重授权：用户对原平台的授权以及用户

对新平台的授权。而对于推断数据，可携权的行使必须经过原平台的同意方可顺利转移其信息，由数据

控制者自行决定是否转移该信息的权益，而此过程中相较于双重授权，多了原平台对新平台的授权。虽

然在数据控制者同意的情况下，四种数据都能被携带，但并不意味着忽视掉转移信息的成本，而成本不

应该由数据处理者一力承担，数据处理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成本，应当建立合理的补偿收费机制，

数据接收者作为纯获益者应当对数据处理者进行补偿。 

3.2.3. 数据共享场景 
数据共享是指在平台层面，数据在企业之间流转利用的活动。在数据共享场景中，涉及的数据可能

包括以上四类数据。对于企业在征得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已经共享给其他企业的数据，用户主张携带的，

无需经过数据控制企业的同意，可以直接携带，因为企业共享的数据一方面证明企业对该数据的保密程

度要求较低，即使为其他平台所知晓也不会触及其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已经共享的数据所函射的公共

利益大于企业私益。对于企业未共享的数据信息，适用前述规则：如果属于提供数据、衍生数据、观测

数据，无需经过原平台同意可以直接行使可携权；如果属于推断数据，则需要经过原平台的同意方可行使。 

3.3. 个人信息分类分级场景下的利益平衡 

涉他个人信息可携权的行使不能像前文所述的采用信息分离的方式来解决是因为将个人信息的涉他

信息分离之后会破坏被请求信息的整体完整性，如点赞互动，使用户行使可携权的目的落空。同时分离

信息的成本无人承担，在企业数据信息分离中有纯获益者的数据接收者来承担，而在涉他个人信息中，

数据接收者接收的分离了第三人信息后的数据大大降低了其效用价值，对其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并

无益处，让其来承担也是不公平的。而第三人并非携带信息的发起者，更不应该由其来承担。因此，对

于涉他个人信息的利益平衡问题应该采用场景理论下对个人信息分类分级的方式根据对不同利益的衡量

来解决，保护的个人信息是处在特定场景下的信息，而不是信息本身受到法律保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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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敏感信息、私密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 
敏感信息是指关涉个人隐私核心领域、具有高度私密性、对其公开或利用将会对个人造成重大影响

的个人信息，如有关性生活、基因信息、遗传信息、医疗记录、财务信息等个人信息。敏感信息和私密

信息存在交叉关系，二者交集于有关私生活秘密的信息。敏感信息一旦被泄露或者修改，将会对标识的

个人信息主体造成不良影响。此类涉及他人敏感信息的可携权的行使表现的利益冲突的实质是他人对其

个人敏感信息的自决利益与个人可携权行使的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对立。首先就私益角度来讲，个人行使

可携权彰显的是对其信息的控制权，同样作为受《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三人的信息，对敏感信息的保

护程度应当更高。其次就公益的角度来讲，要明确的是公共利益的优位性是相对的，其优位性需要结合

特定的场景来具体判断，不能机械地将公共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从《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可携权

的立法目的来讲，对于隐私信息是重保护而不是在于利用。如果此类涉他信息被携带，将会使第三人陷

入极为不利的局面。因此，对于此类涉及他人敏感信息的携带以第三人同意为前提，若第三人不同意，

则不得携带。私密信息受到《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其在法律上表现为隐私权，而个

人行使可携权是法益的体现，对权利的保护当然优先于法益。因此对于涉及他人私密信息的可携权行使

依旧不能豁免第三人的同意。 
对于一般个人信息而言，此类信息相较于前两类信息对个人人格隐私的触及较少，对于此类信息重

在利用。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和公共价值是极大的。强化一

般个人信息的利用，发挥其商业价值和公共价值是各国占据后信息时代话语权的必然选择。此类涉及他

人一般个人信息可携权的行使的冲突实质是他人对其信息的自觉利益和个人对其信息控制权与公共利益

的对立。在该场景下，公共利益具有优位性，因此在符合第三人合理期待的情况下(不侵犯其隐私权等)
可以豁免第三人同意。 

需要明确的是，对于个人敏感隐私信息的类型界定应当进行本土化的结合，综合考量我国不同场景

的文化传统、法律习惯、社会价值观等。其次，个人敏感隐私信息应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范围，应当结

合科技水平、人们的认知水平、社会发展动态等进行灵活修正，以实现在不同场景下的各方利益平衡。 

3.3.2. 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信息 
涉他信息除了包含他人个人信息权益外，还可能包含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信息。由于可携权的行使

转移个人信息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如果不事前告知第三人且经过其同意，第三人难以察觉，且其享有的

知识产权面临着维权困难的情景。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权利，对于权利的保护同样优先于对于权益的保护。

因此在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可携权行使，应当经过第三人同意。此外，《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

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了在通知－删除规则下的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11 在该规则下

网络服务提供者受“避风港”规则的庇护，只有当侵权行为像红旗飘扬一样明显时，就不能以未发现或

不知道侵权行为存在为由豁免责任。在可携权行使过程中的数据控制者多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其对涉及

他人知识产权的信息可携权行使时，应当加强审查。对涉及一般知识产权的涉他信息提供一般性审查，

即形式上审查是否获得了第三人同意等；对涉及知名知识产权应当提供实质性审查：审查获得的第三人

同意是否伪造；是否超出授权范围等。 

3.3.3. 涉及未成年的信息 
涉他信息在特定的场景下也可能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根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共同发布的《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21 年我国未成年

网民规模达 1.91 亿，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未成年网民的规模大大增加，行使个人信息可携权在某些场景

 

 

11参见《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一千一百九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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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未成年的信息权益。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成熟，缺乏足够的认知水平和控制能力，

因此要对未成年的信息权益予以特别的保护，这一点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所体现。《个人信

息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个人信息应当取得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因此

在前述规则下，处理未成年的敏感信息和私密信息要经过其父母或者监护人同意，处理未成年的一般个

人信息也应当征得其法定监护人的同意，这体现的是对未成年个人信息权益的特别保护的优位。 

4. 结论 

个人信息可携权的确立体现了未来的立法趋势。现阶段对可携权的规定较为笼统，导致实践中会出

现个人信息可携权与企业数据权益、第三人数据权益出现利益冲突，对于三者的利益衡量应当以场景理

论的视角去具体分析。与企业数据权益的冲突分为三个场景讨论：在数据收集场景，主要涉及提供数据

和观测数据，用户个人信息可携权优位与企业权益；在数据利用场景，对于衍生数据，个人信息可携权

处于优势地位，对于推断数据，企业数据权益可以限制可携权的适用；在数据共享场景，已经共享的数

据，用户可以直接主张携带，未共享的数据参照适用前述规则。与第三人信息权益的冲突应当对个人信

息分类分级进行利益平衡：对于敏感信息、私密信息重保护而非利用，他人信息权益优位。一般个人信

息重利用，个人信息可携权可以豁免第三人同意。此外，对于涉及未成年、他人知识产权的信息，应当

给予特别保护。 

参考文献 
[1] 张新宝.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 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J]. 中国法学, 2015(3): 38-59. 

[2] 高志宏. 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利益考量——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视角[J]. 东方法学, 2022(3): 17-32. 

[3] 潘建珊. 实质损害原则——美国信息隐私保护利益平衡原则[J]. 情报科学, 2007(11): 1723-1728. 

[4] 张新宝. 个人信息收集: 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J]. 比较法学研究, 2019(6): 1-20. 

[5] 韦昕彤, 王若凡. 数据经济背景下涉个人信息的企业数据之权利平衡路径——兼“原则普适化 + 行为场景化”
之搭建[C]//上海市法学会. 《上海法学研究》集刊 2023 年第 6 卷——2023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年论坛论文

集. 2023: 72. 

[6] 丁晓东. 数据到底属于谁?——从网络爬虫看平台数据权属与数据保护[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9, 22(5): 
69-83. 

[7] 龙卫球. 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J]. 东方法学, 2018(3): 50-63. 

[8] 阙梓冰. 可携权在商业数据保护中的失衡与矫治[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4): 37-45. 

[9]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 (汉英对照) [M]. 瑞栢律师事务所,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8: 1, 57. 

[10] 许可. 诚信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平衡的信任路径[J]. 中外法学, 2022, 34(5): 1143-1162. 

[11] 阙梓冰. 涉他个人信息携带中的第三人同意的坚守与修正[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 
112-120. 

[12] Nissenbaum, H. (2009)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dwood City, 140 p. https://doi.org/10.1515/9780804772891  

[13] 孙玉荣, 卢润佳. 场景完整性理论的应用检视和功能再造——以个人信息保护司法裁判为视角[J]. 北京联合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20(3): 70-79. 

[14] 黄炜杰. 个人信息可携权所涉之权益冲突和规则适用[J]. 地方立法研究, 2023, 8(3): 81-97. 

[15] 付新华. 数据可携的双重路径探析——以个人数据保护法与竞争法为核心[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5): 65-69. 

[16] 王苑. 私法视域下的个人信息权益论[J]. 法治研究, 2022(5): 37-47.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092
https://doi.org/10.1515/9780804772891

	场景理论视角下的个人信息可携权的利益平衡路径
	摘  要
	关键词
	Path to Balancing Interests in the Right to Portabilit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a Scenario-Theoretic Perspectiv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个人信息可携权的利益平衡难题
	2.1. 个人信息保护的利益平衡理论与制度
	2.1.1. 个人信息保护的利益平衡理论
	2.1.2. 个人信息保护的利益平衡制度

	2.2. 个人信息可携权与企业数据权益的利益平衡
	2.3. 个人信息可携权与他人个人信息权益的利益平衡

	3. 基于场景的个人信息可携权利益平衡路径
	3.1. 个人信息保护的场景理论与制度
	3.1.1. 个人信息保护的场景理论
	3.1.2. 个人信息保护的场景制度

	3.2. 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场景下的利益平衡
	3.2.1. 数据收集场景
	3.2.2. 数据利用场景
	3.2.3. 数据共享场景

	3.3. 个人信息分类分级场景下的利益平衡
	3.3.1. 敏感信息、私密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
	3.3.2. 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信息
	3.3.3. 涉及未成年的信息


	4. 结论
	参考文献

